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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感恩研究述评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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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资关系紧张、不道德行为泛滥和员工职业健康受威胁等问题反映出追逐利益

对人类美德的挑战。作为“美德之源”，感恩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阐述了感恩的内涵，整理

了感恩在工作情境中的测量工具，并依据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两条线索对组织管理领域的感

恩研究进行了回顾。研究表明，领导的特质感恩正向影响领导行为和领导效果，员工的特质感

恩正向影响工作行为和职业健康；员工的状态感恩被组织因素和人际因素激发，并通过其互惠

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影响人际关系和工作绩效。最后，本文指出管理学中感恩研究的不足和未来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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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卢梭

感恩不仅是最大的美德，还是所有美德之源。——西塞罗

复杂的工作环境和激烈的职场竞争给员工带来压力，不仅对职业健康产生威胁，而且会引

发不道德的行为，导致人际关系或劳资关系紧张，感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企业家感

恩能有效提升其自身动力、信心和幸福感，缓解压力，同时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梁巧转等，

2013；彭泗清等，2014；徐淑英等，2012），员工在工作场所的感恩体验也能有效地缓解其工作压

力。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感恩干预措施对员工施加影响，比如领导公开表达对员工、顾客以及合

作伙伴的感激（Do，2016；Fehr等，2017）。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感恩逐渐成为心理学和组织

管理研究的热门话题（Ashkanasy等，2017）。
宗教学、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对感恩进行了广泛探讨。例如，基督教、犹太教和佛

教等教义倡导感恩思想，借以抚慰人心（Roberts，2004）；儒家和道家的“仁爱”、“天人合一”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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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引导人们敬畏和感恩（徐春，2014）；社会学研究表明，感恩能够帮助群体提升凝聚力并

获得竞争优势（Simpson等，2018）；心理学研究也发现，感恩对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人际关系

和谐以及亲社会行为都有积极影响（Emmons和McCullough，2003；Wood等，2010）。管理学研

究者发现，与组织认同等变量相比，感恩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助人行为和亲社会行为有更强

的预测作用，对员工人际关系和谐、复原力、幸福感也具有独特的预测作用（Lambert等，2010；
Lee等，2018；McCullough等，2001）。然而，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对工作场所感恩现象的研究

仍十分欠缺。

工作场所具有特定的情境意义和作用，感恩在社会互动中的研究结论不一定能直接应用

于工作场所（Do，2016；Fehr等，2017）。比如，在职业规范和职场规则的约束下，员工在工作或

组织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不同于日常生活。鉴于此，本文以“gratitude workplace”“gratitude
employee”“感恩”“感戴”等为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Springer、Wiley、Google Scholar和
CNKI等中英文数据库中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并对20本中外管理学核心期刊进行补充检索

（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和
《管理世界》《管理学报》《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力求对工作场所感恩研究进行充分回顾。通过

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本文着重回答以下三方面问题：（1）在工作场所中，如何对感恩进行

界定并进行研究设计？（2）特质感恩的结果是什么？（3）状态感恩的影响因素与结果是什么？通

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文试图更全面地把握感恩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不同视角及内涵，了解感

恩的研究设计及测量工具；进一步掌握管理学中感恩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趋势，从而推

进工作场所的感恩研究，激发管理者对工作场所感恩现象的关注。

二、  感恩的概念内涵

不同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从不同视角界定了感恩的内涵。本部分重点归纳管理学中感恩的

含义，同时辨析感恩与一些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一）不同学科视角下的感恩

不同学科对感恩的界定存在差异。哲学和宗教学将感恩定义为美德（Roberts，2004；Schimmel，
2004），社会学将感恩视为社会体验、人际互动过程和正式制度的补充（Simpson等，2018），心理

学则从情感特质和情感状态两方面对感恩进行界定（Emmons和McCullough，2003）（参见

表1）。总体来说，感恩是个体的积极心理过程，源于积极的社会互动并有助于群体和谐。

（二）管理学中的感恩概念

组织行为研究发端于心理学，现有研究一方面遵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感恩进行界定，另

一方面在工作领域对感恩的概念进行拓展。在感恩的界定方面，管理学沿袭并发展了心理学的

研究（参见图1）。
1. 感恩的定义：沿袭心理学研究

心理学研究认为，感恩是一种情感。根据Rosenberg（1998）的情感过程分析框架（包括情感

特质、情绪和心境三个层次），心理学研究将感恩划分为感恩特质、感恩情绪和感恩心境三类

（Emmons和McCullough，2003；McCullough等，2002，2004）。“特质”是个体间的稳定差异，“状
态”是暂时的心境和情绪（Allport和Odbert，1936），因此感恩情绪和感恩心境可以整合为状态

感恩（Wood等，2008；Spence等，2014；Do，2016）。所谓状态感恩，是指当个体体验到他人带来

的利益时，对其进行积极归因而产生的一种具体的积极情感状态（Andersson等，2007；Waters，
2012；Spence等，2014）。特质感恩则是个体在别人的恩惠中获益而产生感激之情的稳定倾向，

高特质感恩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感激之情（McCullough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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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恩在不同学科中的概念界定

学科 视角 界定

哲学/宗教学 美德

感恩是个体应具备的公民美德、道德美德和宗教美德。作为公民美
德，感恩有助润滑社会关系，保持社会顺利运作；作为道德美德，感恩
是一种体验和表达感激的能力；作为宗教美德，感恩强调对上帝和生
活恩赐的感激（Roberts，2004；Do，2016）

社会学
社会体验，人际互
动过程，正式制度
的补充

感恩是从社会互动及社会结构中浮现出的社会现象，是个体文明和
礼貌的表现，能够在社会正式规则外保证互惠原则的运行和实现
（McCullough等，2001）

心理学

情感特质
感恩倾向是个体从他人给予的恩惠中获益而产生感激之情的稳定倾
向（McCullough等，2002）

情感状态
心境 个体在一段时间内怀有感激之情的心理状态（McCullough等，2004）

情绪
个体将为自身带来利益的积极事件归因于他人而产生的集中、短暂、
强烈的情感（McCullough等，2004）

组织行为学

持续性感恩 在特定情境下产生感恩之情的稳定倾向（Fehr，2017）

集体感恩
组织内所有成员均会在特定情境下产生感激之情的倾向（Fehr，
2017）

工作态度
员工从工作中获益后，对工作怀有持久、稳定的积极情感评价（Do，
2016）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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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定义的发展

图 1    管理学研究中的感恩
 

2. 感恩的定义：突破与发展

早期关于工作情境中感恩的研究都是直接使用心理学的成熟构念，如特质感恩和状态感

恩，探讨员工特质感恩对工作主动性的影响（梁果等，2014），员工状态感恩对人际关系和工作

绩效的作用（Spence等，2014）。随着研究的深入，组织情境的特点逐渐在状态感恩的概念界定

时有所反映，如一些研究者提出了领导感恩、感恩组织和感恩管理者等概念，限定了感恩者在

组织中的身份以及感恩的具体对象（Ritzenhöfer等，2017）。近来，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基于组

织实践重新审视感恩的定义，提出了工作感恩、持续性感恩和集体感恩等新概念，并构建相关

理论（Do，2016；Fehr等，2017）。
Fehr等（2017）采用多层涌现视角对工作场所感恩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从事件、个体和

组织三个层次进行界定。事件层次的感恩强调员工感恩源于特定工作事件，其本质是由事件引

发的短暂情绪（即状态感恩），感恩情绪的强度会因工作事件的变化而变化。个体层次的持续性

感恩描述了员工在特定情境中体验到感激之情的稳定倾向，其本质是心智模式；拥有感恩心智

模式的员工更容易注意到令自身感激的工作事件，进而产生感恩之情。组织层次的集体感恩是

指组织内所有成员在特定情境下产生感激之情的稳定倾向，其产生过程是：工作事件引发的感

恩情绪经过积累在个体层面形成一种持续性感恩的心智模式，这种心智模式经过情绪感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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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习逐步演化成组织内共享的心智模式，最终产生集体感恩。

Do（2016）从态度角度提出工作感恩概念，认为工作感恩是员工相信自己从工作中获得了

利益，从而对其工作持有的积极情感评价。与状态感恩相比，工作感恩有如下一些不同特点：

（1）工作感恩持续的时间较长，稳定性更强，并非短暂的情感反应；（2）工作感恩的形成过程缓

慢且复杂，不由特定或单一工作事件引发，而是与工作有关的评价和感受积累的结果；（3）工作

感恩对态度驱动行为有更强的预测作用，而状态感恩对情感驱动行为有更直接预测作用。

Do扩大并整合了员工感恩的对象，将员工感恩的对象从某个人或组织扩展到由人、工作事件

和组织共同构建的工作情境。

3. 感恩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1）工作感恩与工作满意度。

工作感恩和工作满意度都是员工对工作的整体评价和信念，同属员工的工作态度范畴，两

者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两者的差异在于：工作满意度侧重于员工对工作积极或消极的整体性评

估，而工作感恩比工作满意度更具体和聚焦。工作感恩强调员工在工作中获益后对利益的态度

反应，包含了复杂的利益评估过程（Do，2016）。因此，尽管两者都包含了对工作的认知评估，但

是工作感恩的产生比工作满意度的形成条件更为严苛。

（2）状态感恩与负债感。

负债感（indebtedness）是受惠者感到自己有义务回报施予者的情感状态（Greenberg，
1980）。与感恩相似的是，负债感也是个体在接受他人恩惠后的情感反应。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

社会交换理论，互惠是感恩和负债感发挥作用的基础。早期的心理学研究通常将负债感等同于

感恩，但它们存在概念和理论的差异：首先，两者的情感效价不同。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

验，而负债感是一种偏消极的情感体验（McCullough等，2002）。其次，两者发挥作用的机制不

同。感恩通过个体内部动机对结果产生影响，而负债感通过“回报”的义务感和压力对结果产生

影响。效价的对立直接导致了感恩和负债感发挥作用机制的差异。负债感带来的消极情感体验

会驱使个体通过回报行为或调整认知的方式降低或消除负面感受（张咏梅和陈钊，2013），而感

恩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会通过增加个体的亲社会动机影响后续行为。再次，两者的作用结果不

同。负债感带来的回报伴随理性计算，但感恩是一种自然情感反应，不包含理性计算（Schaumberg
和Flynn，2009）；负债感带来的是对施予者的直接回报，但感恩能带来指向他人（除施予者外）

的亲社会行为（McCullough等，2001）；由负债感带来的规避动机使受惠者主动远离施予者，而

因感恩产生的亲社会动机推动受惠者积极构建与施予者的良好关系（Tsang，2006b）。最后，两

者的触发条件不同。当施予者的动机是无私利他时，受惠者更可能会产生感恩；当施予者的动

机是自利并对受惠者的回报有所期望时，受惠者更可能产生负债感（Watkins等，2006）。
由于社会规范的压力，受惠者在受到他人恩惠后总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负债感。但当受惠

者感知到施予者的无私动机时，感恩之情会与负债感同时存在并成为主导的情感体验（Tsang，
2006b）。另外，感恩可能也会转化为负债感。感恩是自发产生的情感，而负债感是由于社会压力

而产生的。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外界规范和压力过大时（比如，家人不断提醒受惠者记住施予

者的恩惠），受惠者的内部动机会被削弱，其感恩之情将会降低甚至转化为负债感（Deci和
Ryan，2000；张咏梅和陈钊，2013）。

（3）状态感恩与情感承诺。

情感承诺是员工对组织或领导的认同感和情感依附感（Meyer和Allen，1991）。状态感恩与

情感承诺都描述了组织/领导与员工的情感联系，均属于组织/领导关心员工福祉和利益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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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员工积极情感，也都是在社会交换过程中产生的驱动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情感机制。一些

研究在测量员工对领导的情感承诺时包含了员工对领导的状态感恩测量，有混淆两个概念的

倾向（Vandenberghe等，2004），因此有必要对状态感恩和情感承诺进行区分。首先，两者的本质

不同。情感承诺反映的是员工对组织或领导的依恋程度，衡量的是双方的关系质量（Meyer等，

2006）；而状态感恩强调员工从组织或领导处获得特定利益后产生的感激之情，描述的是员工

的情感反应。其次，两者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情感承诺并不要求组织或领导提供的支持是无

私的，而感恩对组织和领导的行为动机有所要求。前者建立在理性计算和互惠基础上，只有情

感承诺对自身利益有增益价值时，员工才可能表现出较高的情感承诺（周浩等，2016），但状态

感恩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最后，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员工感恩可能是影响其情

感承诺的前置因素，当员工对组织/领导感恩时，他/她的认同感和情感依附感会增强。

三、  感恩的研究设计与测量

管理学在对工作场所的感恩开展实证研究时，在研究设计和测量上都借鉴了心理学领域

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做了相应的修改和拓展。

（一）研究设计

不管是在管理学领域还是心理学领域，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都是开展感恩实证研究的两

种主要手段。实验法通过操纵被试回忆曾经的受助事件来激发其感恩之情。例如，Ouyang等
（2018）通过控制慷慨帮助、吝啬帮助和平衡帮助来讨论不同的帮助类型对员工状态感恩的影

响。问卷调查是展开感恩研究的另一种重要手段，传统的问卷调查采用截面数据或纵向数据考

察员工状态感恩的形成和结果，以及员工特质感恩的结果（梁果等，2014；杨旭华和李野，

2018）。但由于状态感恩具有短暂性和易变性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经验取样法进

行问卷调查，考察每日工作事件对员工感恩和工作行为的影响（Lee等，2018；Ford等，2018；
Spence等，2014）。

实验法能够有效控制干扰因素，并能够验证员工感恩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但是实施成

本较高，且操作复杂。问卷调查法操作简单，但是缺乏对因果关系的预测。为解决情绪易变性的

问题，问卷调查中的经验取样法能够捕捉员工感恩的日常变化，有助于我们开展更为细致的研

究。未来研究可以尝试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设计，以便保证研究信度和效度。郭一

蓉等（2019）系统回顾了经验取样法和准实验法在感恩领域融合的可能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测量工具

管理学研究在感恩的测量方面也借鉴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并对工作领域感恩的测量方

式进行了修订和发展。参见表2。
 

表 2    管理学中感恩的测量

概念界定视角 代表性测量工具

情感

特质感恩 GQ-6量表（McCullough等，2002）

状态感恩
援引心理学的测量方式（Emmons和McCullough，2003；McCullough等，2004））
工作情境中的测量（Spence等，2014）
针对组织的测量（Ford等，2018）

态度 工作感恩 对工作感恩的态度（Do，2016）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McCullough等（2002）开发了特质感恩的测量工具GQ-6（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并
验证了特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乐观、希望、大五人格、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构念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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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效度。通过6个题项测量个体在生活中的感恩倾向，例如，“生活中很多东西值得我感恩”
等。后续研究表明GQ-6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Andersson等，2007；Wood等，2008；
Waters，2012；梁果等，2014；Spence等，2014）。Emmons和McCullough（2003）依照气愤、高兴、伤

心、激动等具体情感的测量思路，通过3至4个特定形容词（如“感激的”“感谢的”“感恩的”等）对

状态感恩进行测量。后续的研究也表明，状态感恩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McCullough
等，2004；Tsang，2006a；Waters，2012）。

管理学者对感恩测量的修订和拓展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在测量时，明确了状态感恩的具体

对象。感恩概念虽然是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提出的，但个体会将无生命对象拟人化，对其产生

感恩之情，例如个体会感恩神明、运气等（Do，2016）。同样，员工不仅会对同事、上级和下级感

恩，也会将组织拟人化，对组织产生感恩之情。Ford等（2018）限定了员工感恩的对象，通过测量

员工过去几周体验到的对组织的感激来测量状态感恩。

二是在工作情境中开发了状态感恩测量工具。Spence等（2014）通过6个观测指标测量状态

感恩，典型问题包括：“我受到了他人出于好意的恩惠”“我被慷慨地对待”等。总体来说，状态感

恩的不同测量工具各有优势：通过若干形容词的测量直接、明确，间接测量能充分反映概念内

涵，加入感恩对象的测量方便研究者区分感恩的不同对象。

三是针对工作感恩等管理研究中的新概念开发了测量工具。Do（2016）开发了7个观测指

标对工作感恩进行测量，典型测量问题包括：“提及工作，我会感恩”“对于我的工作有太多值得

感激”等。Do从态度的角度测量工作感恩拓展了感恩研究的理论边界，并能够有效地区分工作

感恩与个体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其他感恩。

四、  感恩研究的理论基础

不同的研究往往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既有的感恩研究或者将感恩看作是一种情感状态，

或者是将感恩作为一种情感特质。前者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社会交换理论、道德情感理论和情

感事件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为拓展建构理论。

（一）感恩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社会交换理论、道德情感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

1.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的基础是互惠，而感恩是互惠在个体情感层面的体现。社会交换理论可以有效地

解释员工感恩对员工工作满意度、角色内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主动行为等的影响（Waters，
2012；Do，2016）。然而，基于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社会交换理论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社会中的

感恩现象。例如，对于陌生人的“滴水之恩”，中国人倾向于“涌泉相报”；对于领导的“知遇之

恩”，下属往往“感遇忘身”和“矢忠不二”。这种交换关系的长久性和非对等性反映了交换双方

一体化的关系状态，我们有必要从类亲情交换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的感恩现象（朱苏丽等，

2015）。
2.道德情感理论

McCullough等（2001）提出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将感恩界定为道德情感，认为感恩是个

体受益于亲社会行为之后产生的情感状态，同时认为感恩具有道德晴雨表、道德动机和道德强

化物的功能。道德晴雨表强调感恩是一种对道德行为敏感的情感，容易被他人的道德行为激

发；道德动机解释了怀有感恩之情的个体因何做出亲社会行为；道德强化物从施恩者的角度揭

示了施恩者在体会到受恩者的感激之情后继续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原因。Spence等（2014）基于

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发现，员工的状态感恩能够增加员工的亲社会动机，进而积极影响其每日

的公民行为。
 

6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1卷第9期）



3.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工作环境特征通过工作事件引发员工的情感反应，进而产生情感驱动

的工作行为（Weiss和Cropanzano，1996）。不同于态度驱动的工作行为，情感对工作行为的影响

是直接的。情感事件理论从理论上区分了状态感恩和工作感恩的差异，即状态感恩对工作行为

的影响是直接但短暂的，工作感恩对工作行为的影响间接且持久。此外，状态感恩能有效地预

测员工的角色内绩效和帮助行为，工作感恩对其建言行为、帮助行为和指向组织的公民行为都

有积极的影响（Do，2016）。
（二）感恩作为一种情感特质：拓展建构理论

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感能够拓展个体的认知范围，引发相应行为倾向和意向，进而

帮助个体建构生理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Fredrickson，1998）。梁果等（2014）的研究发现，

有感恩倾向的个体能够较好地感知和理解来自他人的帮助，并予以回馈，能够帮助其构建更好

的社会资源，进而积极影响其主动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和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虽然都能对状态感恩的结果进行预测，但是两者的

预测逻辑不同：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互惠，个体感恩回馈行为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道德情

感理论强调个体感恩回馈行为是一种积极情感作用下的无意识过程。情感事件理论区别了情

感和态度的不同作用，从理论上区分了状态感恩和工作感恩，为工作感恩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

础。拓展建构理论更强调感恩作为一种情感特质能够对感恩者带来影响，这与社会交换理论和

道德情感理论强调的状态感恩能够对施恩者或第三方产生作用的观点有所不同。

五、  管理学中感恩的实证研究

虽然管理学领域提出了工作感恩等新概念，但这些概念尚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充分的实证

证据支撑这些新概念的理论建构。目前来看，管理学领域感恩的实证研究遵照心理学的研究逻

辑，集中在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两部分。因此，本文着重从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两个视角回顾

管理学感恩的实证研究。

（一）特质感恩的实证研究

在组织环境中，人格特质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发挥稳定作用（Seibert等，1999）。研
究发现，员工和领导者的感恩倾向会影响其工作行为、工作绩效和职业健康，特质感恩影响后

果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
 
 

特质感恩

【领导行为】
主管支持
公平行为

服务型领导
个性化关怀

员工

【工作行为】
主动行为

角色内绩效
组织公民行为
知识共享行为

【职业健康】
焦虑

工作压力
情绪耗竭

工作满意度
工作幸福感

【领导效果】
企业绩效

下属工作绩效
下属工作幸福感

领导者

图 2    组织管理研究中特质感恩的后果
 

 

工作场所感恩研究述评与展望

67



1. 员工特质感恩的结果

（1）职业健康。

特质感恩水平较高的员工倾向于关注工作中积极事件或事件的积极方面，采取积极的处

理策略以应对工作挑战（Fehr等，2017）。积极心态能缓冲工作事件引发的负面认知、情感和态

度对员工的负面影响，帮助员工采用积极策略面对风险和挑战，对职业健康有重要影响（梁果

等，2014）。特质感恩能有效缓解焦虑、情绪耗竭和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幸福感

（Waters，2012；Kaplan等，2014；Lee等，2018）。
（2）工作行为。

感恩倾向正向预测员工的主动性和知识分享行为（梁果等，2014；杨旭华和李野，2018）。感
恩特质往往被管理学研究者视为一种心理资本，通常与“利他”“奉献”等亲社会行为倾向相伴

出现（赵斌等，2012；曹振杰，2013；侯二秀等，2013）。这些研究将“感恩”“感恩利他”“感恩奉献”
等个体特质和倾向作为重要的心理资本或心智模式，进而预测知识共享行为、创新绩效、任务

绩效和周边绩效（柯江林等，2010；侯二秀等，2012；赵斌等，2012；赵书松等，2016）。因此，特质

感恩也会对上述结果变量产生影响。

2. 领导者特质感恩的结果

（1）领导行为。

特质感恩水平较高领导不仅能注意到下属为团队和组织发展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而且倾

向于对这种劳动和贡献持有积极认知和评价。基于互惠原则，领导更倾向于展现亲社会领导行

为，如支持行为和关怀行为，具有感恩特质的领导更倾向于展现出服务型领导行为（包括授权、

展露真实性等）（van Dierendonck和Patterson，2015）和亲社会行为（如帮助行为、公平行为等）

（Michie，2009）。
（2）领导效果。

领导特质感恩对领导效果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具有感恩特质的领导倾向于展现

更多支持性领导行为，员工在积极互惠信念驱使下会通过良好的工作绩效和更高的承诺来回

报领导（Ford等，2018）；积极领导行为也能激发下属积极情感，提升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van
Dierendonck和Patterson，2015；Ford等，2018）。另一方面，领导者特质感恩会通过领导行为对企

业绩效产生影响，企业家的感恩特质能够正向预测企业绩效（徐淑英等，2012；彭泗清等，

2014）。
（二）状态感恩的实证研究

1. 状态感恩的影响因素

Wood等（2008）提出的感恩认知评价模型与感恩道德情感理论均强调，感恩情感产生的关

键在于恩惠，恩惠是施恩者和感恩者之间的媒介。因此，能够体现“恩惠”含义的人际和组织因

素都可能使员工产生感恩，如图3所示。

（1）人际因素。

感恩是认知评估后产生的情感（Wood等，2008）。感恩之情产生的关键是个体要感知到获

得利益，并且归因于他人。员工获得利益的典型表现就是得到他人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另外，感

恩道德情感理论强调感恩源于他人的道德行为（McCullough等，2001）。综合来看，亲社会性人

际互动是影响个体状态感恩的重要因素，组织内他人的慷慨支持和帮助、领导支持、仁慈型领

导和领导的发展性反馈都能激发员工的感恩之情（Cheng等，2004；Fehr等，2017；Ford等，2018；
Ouyang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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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感恩

【组织因素】
组织支持
受恩者接触
感激表达项目
组织政策与文化

（合作、鼓励建言、
薪酬体系等）

【人际因素】
领导/同事帮助
发展性反馈
仁慈型领导
道德型领导
个性化关怀

【工作绩效】
角色内绩效
建言行为
帮助行为

【人际关系】
信任倾向
纳谏可能性
维持关系努力

施恩者的正面评价
认可施恩者社会地位

互惠动机
亲社会动机

【认知评估】
恩惠归因
恩惠价值
恩惠成本

图 3    组织管理研究中状态感恩的研究
 

（2）组织因素。

感恩的对象不局限于人，也包括自然、神明等超自然存在以及组织等实体（Emmons和
Crumpler，2000）。例如，Hu和Kaplan（2015）认为倡导合作文化的薪酬体系和绩效管理、鼓励建

言的政策措施和组织支持与员工状态感恩正相关；曾海洋（2016）认为组织支持和组织公平能

够有效预测状态感恩。Fehr等（2017）提出，感激表达项目和受惠者接触项目可以激发感恩。组

织的作用不仅在于直接提供恩惠这种刺激源来激发员工的感恩之情，也在于提供机会让员工

意识到值得自己感激的人或事，从而激发员工感恩。

（3）状态感恩形成的边界条件。

虽然已有研究从人际层面和组织层面探究了状态感恩的影响因素，但上述因素并不一定

能够激发员工感恩之情。感恩情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包括：感恩者需要感知到利益获得和施恩者

的成本付出；施恩者是利他导向和无私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感恩产生的条件。例

如，Wood等（2008）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利益评估过程包括施恩者的动机、恩惠的价值和施恩者

付出的成本，影响状态感恩的产生过程。在工作情境中，领导和组织的施恩行为可能不是完全

无私的，而是建立在对员工努力工作提升绩效的期望基础之上，其根本的驱动力是自利动机。

例如，陈璐等（2010）的研究发现，能够激发员工感恩之情的仁慈型领导行为并没有显著改善战

略决策效果，他们认为仁慈型领导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自利的，并且这种真实意图能够被员工察

觉到，原因在于：个体的动机和意图可以通过其行为释放出关于动机的信息和线索，这些信息

和线索能够被观察者用以推断行动者的动机（Grant等，2009）。另外，员工的感恩特质、谦卑性

和对施恩者施恩结果可替代性的考虑都会影响员工对恩惠重要性的认知与评估（曾海洋等，

2016；Fehr等，2017）；中国人情社会中员工对他人帮助的预期和儒家传统文化下“正心、修身”
的道德要求也会影响员工对恩惠的认知与归因，进而影响员工感恩之情的产生（宋珂等，

2018）。
2. 状态感恩的结果

状态感恩能够有效预测角色内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对施恩者的态度及行为等（Ande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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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07；Gino和Schweitzer，2008；Waters，2012；Hu和Kaplan，2015；Do，2016；Fehr等，2017），如
图3所示。

（1）工作绩效。

状态感恩不仅能提高角色内绩效，还对角色外行为有正向影响（Do，2016）。道德情感理论

认为，个体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是对他人道德行为的情感反应，同时能激发道德行为和亲社

会行为。Fehr等（2017）在理论上分析了感恩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合理性；Do（2016）的研究

表明，状态感恩是帮助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预测变量；Spence等（2014）基于道德情感理

论和情感事件理论，验证了状态感恩对组织公民行为的预测效力，并发现相较于积极情感和社

会交换，状态感恩对组织公民行为有额外预测作用；Do（2016）的研究发现，建言行为虽然对组

织有利，但可能给建言者带来惩罚，但状态感恩能通过激发亲社会性使员工注意力从个人潜在

风险转向组织和他人可能的收益。因此，状态感恩对建言行为有正向影响。

（2）人际关系。

感恩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Algoe，2012）。个体对施恩者产生感激之情后会对施恩者有积

极认知，并对两人关系产生积极感知和期望，进而投入更多努力维持双方关系。这一系列的认

知和行为反应能够帮助个体有效避免认知不一致带来的压力和不适感（Lambert和Fincham，

2011）。例如，Ouyang等（2018）发现，员工在接受慷慨帮助后会产生感恩之情，随后会认为施恩

者是有能力和正直的，并认可其在组织中的地位。Gino和Schweitzer（2008）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感恩会通过影响受恩者对施恩者的判断和评价，进而改变受恩者对施恩者的态度。怀有感恩之

情的员工会认为施恩者更有能力，对施恩者更加信任，进而更可能接纳施恩者的建议。

（3）状态感恩的作用机制。

Do（2016）的研究表明，感恩能够激发员工互惠动机，进而提升角色内绩效。但值得注意的

是，以互惠为基础的社会交换理论对员工感恩结果的解释仍有缺陷。Spence等（2014）的研究发

现，感恩能够超越社会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Bartlett和DeSteno（2006）的实验表明，感

恩会增加个体对陌生人的帮助，而非仅仅增加对施恩者的互惠。社会交换和互惠只能部分解释

员工感恩的结果。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信任倾向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等态度和行为

集中体现了员工的利他性和亲社会性，是感恩在组织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过程。因此，员工感恩

后产生的亲社会动机是驱动亲社会行为的另一重要过程。

六、  未来研究展望

感恩是美德之源，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对感恩的关注反映了人类对道德理想孜孜不倦的追

求（Emmons和McCullough，2004）。同时，感恩研究的兴起也回应了情感研究者提出的号召，即

除了关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个体的具体情感，如骄傲、生气、嫉妒和感

恩等。总的来说，组织领域感恩研究方兴未艾，感恩理论虽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值得未来继续探讨。

1. 感恩的概念

研究者对工作场所感恩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多参考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在组织环境中进

行修订。未来的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感恩的属性。虽然感恩可以被认为是情

感特质和状态、态度、美德等，但研究者需根据实践情境、研究问题和特定理论对感恩的属性进

行明确界定。第二，明确感恩的对象。感恩的对象不局限于人，也可以包括团队、部门、组织等商

业环境中的实体，未来研究需要对这些实体给予一定关注。第三，明确感恩研究的层次。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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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事件、个体、组织层次不同感恩概念的涌现将会丰富感恩研究的层面；在方法上，经验取样

法的发展为感恩在个体层次每日的追踪研究提供了基础，跨层研究方法提供了在不同层面分

析感恩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可以综合使用跨层研究和经验取样法，推动感恩在不同层次上的整

合研究。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客观数据（如表情等行为数据、工作中日常交往的录音等语言数据、

血压等生理数据）来测量感恩和感恩的结果（Luciano等，2018）。
2. 感恩的形成和作用

感恩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对影响状态感恩产生的具体过

程没有深入分析，未能回答状态感恩的产生是有意识的信息加工还是无意识的自然反应。同

时，未来研究应找出直接为员工带来恩惠的组织和领导因素，以及能够引发员工反思这些恩惠

的组织实践，全面理解状态感恩的影响因素。其次，现有研究多将感恩作为一种情感过程来分

析组织实践和领导行为对员工行为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员工产生感恩之情后，触发了哪些心

理机制，进而影响员工的行为，这是未来值得探讨的方向。

3. 感恩的研究视角

组织领域内感恩研究主要围绕员工视角展开，探讨员工感恩的形成和效用，缺乏对领导感

恩的关注。虽然一些研究探讨了领导者感恩表达的作用，认为领导者向下属表达感激能够提升

下属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满意度，并降低下属离职意愿（Ritzenhöfer等，2017）。但鲜有研究探

讨领导为什么会对下属产生感激之情，未来研究需要关注领导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感

激下属，这种感激之情对上下级关系、领导亲社会行为、职业健康等产生何种影响。

4.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感恩研究

目前，国内研究对感恩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构建都是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将“gratitude”翻译

为“感恩”“感戴”或“感激”，但中国语境下的“感恩”与西方的“gratitude”之间存在差别（梁宏宇

等，2015）。西方社会中，恩惠可以通过社会交换来传递和回报，而驱动这种交换和回报的是“互
惠”的道德责任。但中国人提到的“感恩”从本质上来看表达的是“感恩之情”的含义，其中包含

了“感情”和“恩惠”的双重含义。在中国语境下，“感恩”所包含的恩惠和感情互相交织，意味着

“互惠”的道德责任和情感相互重叠驱动社会交换（阎云翔，2000）。未来研究需要从“感情”“人
情”这些本土化概念出发，对本土化的“感恩”深入探索，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感恩”。另
外，文化在中国人和西方人感恩之情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

影响，顺从、人情等对个体感恩具有重要影响；西方人笃信宗教，宗教教义强调感恩带来的灵魂

救赎是西方人感恩的重要原因。未来研究有必要从不同文化视角分析东西方感恩文化的差异

及对个体感恩形成的影响。最后，文化影响了东西方个体产生感恩之情后的不同行为。虽然东

西方都强调感恩驱动回报，但在中国社会“关系”和“人情”的影响下，中国人更强调回报的时机

和非对等的回报（例如，厚报），以免显得没有“人情味”。一些中国人甚至对长远影响其生活的

重大恩惠持有“感激不尽”和“无以为报”的信念（阎云翔，2000）。未来研究在探讨员工感恩的结

果时需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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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Gratitude in workplace refers to employees’ lasting and stable positive emotional
evaluation of their work and organization due to their benefits from work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emergence  of  problems  in  workplace  like  labor  unrest,  unethical  behavior,  and  threatened
occupational health reflects the challenge of interest to human virtues. As the source of human virtues,
gratitude could help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article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 of workplace gratitude, presents the measurement scales, and reviews the
gratitude research in management domain in the light of trait gratitude and state gratitud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leaders’ trait gratitud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leader behaviors and positive outcomes, and
employees’ trait gratitude is beneficial to their job performance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Employees’
state gratitude is aroused by organizational and relational factors, and in turn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reciprocal motivation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At
last, the paper presen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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